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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技术善的力量?
人工智能应用于自杀预防的中国实践

Mark Pufpaff 濮漠泉

摘要

在中国，自杀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和相互关联的。青少年和
年轻人被证明是最易受此影响的群体。但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技术的发展，给解决这一
问题带来希望。这篇文章将对树洞行动救援团(Tree Hollow Rescue Movement, THRM)进
行探讨。树洞行动救援团是一个通过使用人工智能(AI)算法和在线信息应用程序对抗自
杀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帮助弱势群体，劝阻他们不要轻生。本文将对该组织成功解
救自杀者及发现高风险人群的案例进行介绍和讨论。从公益角度来看，THRM是社会创新
的一个例子。然而，自杀问题是复杂且存在风险的。本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
其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而更深刻地思考技术如何成为一种善的力量。

•

从科技的角度看待自杀问题

　　在中国，自杀是15-35岁人群的主要死因。18-23岁的女性自杀风险最大,引发其自
杀倾向的原因包括校园霸凌、学业压力到情感问题和债务压力等(Zhang et al.2009)。
微博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网络自媒体，很多高危人群在这里发布其自杀想法或行为。抑郁
群体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在国内外都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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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中国，他们在网络上一个不为人知的
被称为“树洞”的地方发布信息，悄悄说出
自己的痛苦经历，以此减轻心理负担。在线
报纸《第六声》(Sixth Tone)将这种做法的
起源追溯到香港，在电影《花样年华》和
《2046》中，角色们谈及向树洞吐露秘密
(Fu, 2019)。

　　在中国，大量寻求自杀的信息被发布在
网上，这促成了“树洞行动救援团”(THRM)
这一非营利组织的成立。他们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在网上识别自杀意图，然后接触被标记
的账户，劝阻其不要采取自杀行为。

　　该非营利组织由大约220名成员组成，
其中包括精神病医生等专业人士，以及许多
想要帮助抑郁人士的志愿者。该组织由荷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工智能教授黄智生开
创。他想找到人工智能有益于社会的实际应
用，于是开始编写一种能够识别自杀意图的
算法。(Fu,2019)

　　在接受”第六声”采访时，黄解释了这
项技术的工作原理:

　　该算法根据用词程度为每条微博评论(发
布在树洞论坛上的)设定1到10级的自杀风险
等级，并生成一份包含6级或6级以上信息的
报告。黄说：“通常(每天)能找到6到10条
评论。”他还说明，该软件的最新版本非常
精确，82%的被标记评论确实与自杀计划相
关。(Fu,2019)

　　一旦评论被标记并确认为是关于自
杀，THRM的志愿者团队将立即采取行动。志
愿者分散在中国、欧洲等地，以便能够根据
需要实时响应。 

　　为了帮助身处险境的人，志愿者们通常
会使用微博的私信功能开启交流。有时，如
果发现一个人的自杀行为迫在眉睫，或者在
私人谈话中发现他们真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
命，并且有明确的计划，志愿者会联系相关
部门进行干预。请求干预的理由当然是为了
拯救宝贵的生命，但有时候也会导致事态复
杂化，因为这会使身处险境的人更加隐遁，
以逃避对其意图的进一步检测。同时，考虑
到用户并不一定希望人们将其自杀意图视为

求救信号，这也引发了隐私方面的问题。

　　在隐私方面，THRM有时会被拿来与美国
的“脸书”作比较，后者的人工智能算法会
标记自杀内容，并提示有自杀风险的人联系
朋友或援助团体；如果自杀风险迫在眉睫，
脸书会联系相关部门。然而，黄教授认为二
者不宜放在一起比较。

　　“脸书是不同的，”黄教授表示，“首
先，他们已经掌握了用户的私人信息。”
而相比之下，THRM依赖于用户已经公开或
直接告诉志愿者的信息。尽管如此，为了
拯救生命将这些私人信息发送给警方的行
为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来自上海的心
理咨询师、THRM志愿者周子涵(音译)表
示。(Fu,2019)

　　周子涵也曾向警方报告了一些处于自杀
风险中的人，她表示这个决定并非没有风
险。

　　今年早些时候，该软件标记出一条评
论，称该用户计划过完生日自杀，周对此予
以密切关注。此后，该用户在生日过后一天
辞职，周认为应该通知警方。（她要求）警
察确认该用户的情况，但不要打扰她。然
而，警方无视这名女子的隐私，将她的抑郁
状态告知其前同事。(Fu,2019)

　　周认为警方的这种反应是不恰当的。后
来，她向当地一名警官讲解了接近有自杀危
险人群的最好方式。当这名女子再次被标记
处于自杀风险之中，当地警方又接到报警;不
同的是，这次他们派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和
该女子沟通。周表示，“在与警方委派的女
性工作人员交谈后，她(该高危女子)决定放
弃自杀。”

　　这一案例表明两件事：首先，警方(黄教
授认为也包括)家长、老师和其他相关人士)
对如何应对自杀并不是很了解。第二，THRM
的帮助是有限的。虽然该组织可用软件帮助
识别处于危险中的人，但除了THRM志愿者的
交流活动外，还缺乏相应的处理方案和社
会网络。黄教授在谈及问题的严重性时表
示，“我们面对的挑战不断加大，雪球会越
滚越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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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最终建立一个“救援生态系统”，为抑
郁人群预防自杀行为提供服务，并帮助他们
燃起对未来的希望。

从道德层面认识树洞行动救援团这一现象

　　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有三方面可以做出评
价：一是THRM是出于善意、旨在降低中国自
杀率的非营利组织；二是警方及其他为遭遇
自杀困境的人群提供帮助的网络；第三是隐
私问题以及我们如何从道德角度理解THRM的
活动。

树洞行动救援团——社会创新案例？

　　社会创新的概念以商业活动和解决社会
问题同步实现为特征。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
定义如下:“社会创新是为支持社会进步，为
具有挑战性且往往为系统性的社会及环境问
题开发和部署有效解决方案的过程。”(社会
创新中心，n.d.)。

　　在中国，自杀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而THRM已经通过技术的应用，创新方法来解
决，或者说至少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此
外，该组织的创始人黄智生以及志愿者们体
现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既体现了THRM的社
会创新性，又使之与公共利益相符。 

　　首先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经过了几十
年的发展(Smith and McGuire, 2006)，尽管
在一些领域存在争议，如大量的工作被自动
化了，但在发挥善的力量方面，它已经并将
继续发挥优势。THRM是一个人工智能服务于
公共利益的绝佳案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
别有自杀风险的人，就是通过一种非常现实
的方式拯救生命。人工智能的算法功能可以
通过过滤公开发布的在线内容，标记令人担
忧的及与自杀相关的关键词。这很像一个智
能探照灯，通过扫描互联网的黑暗深处，发
现那些可能在线下感到绝望的人。

　　考虑到中国拥有8.02亿互联网用户(占
总人口的59.6%)，其中98%是移动用户(麦肯
锡，2019)，在线论坛及其他沟通和思想交流
的公共渠道是识别陷于自杀风险人群的合适
起点。黄关注到这一问题，并着手通过AI的
应用解决问题，这表明技术方案可以对社会

关切形成支持。

　　第二，价值。哪些价值取向激励了THRM
的工作?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人的尊严。黄和他的团队强烈地认为，人
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遭遇痛苦或不
公，生命也值得珍惜。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
上表达了他们对人的尊严的看法。他们帮助
别人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一种源于社会责任
的公益思想，认为个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与
他人利益紧密相关，我们不能漠视邻居的痛
苦,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没有人能独善其
身。THRM的行为可以被视为践行儒家的“
仁”，即爱他人，对于他们生活的境遇感同
身受。

2.体察与审慎。古语说：“通往地狱的道路
都是用良好的愿望铺就的。”这就告诫那些
有良好意愿的人们，他们应该考虑全面，这
样才更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THRM只通过公
开分享的帖子来识别陷于自杀风险的人，并
通过私信与其联系，这表明他们明白在提供
帮助的时候善于体察和谨慎的重要性。善
于体察，是因为打算自杀的抑郁人士情绪
可能不稳定，同时陷入思维定势(Bowen et
al.，2013);因此，他们需要的干预并不是对
其进行评判，或者对他们需要怎么做进行无
益的假设。要审慎，是因为干预者要与处于
自杀危险中的人建立信任，必须保证其隐私
被充分尊重(Percival et al.，2016)。

3.希望。已故的托马斯·迈尔斯（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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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１喜欢说:“在梦想成真之前，你必
须有一个梦想。”２黄梦想着为解决中国的
自杀问题建立一个“救援生态系统”，这与
迈尔斯的观点不谋而合。两者本质上都是充
满希望的，虽然自杀问题很难解决，但值得
为之努力。然而，THRM可能只是第一步。正
如黄所坦承，挑战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他所在
的组织。但即使黄还没有实现梦想，他也已
经迈出了一步。这可能已经足够。

警方和政府相关部门——相关技巧和知识是
否存在缺口？

　　黄认为，警方——以及家长和老师——
对于如何对待有自杀倾向的人知之甚少。尽
管并非指责，更多的是观察所得，但这揭示
了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对于有自杀想法的人
群，是否有一个有效的支持及救助网络? 如
果接到请求，相关部门的介入能否起到作
用，还是适得其反？有哪些资源可用于培训
人们如何与陷于自杀风险中的人进行互动?
在前述案例中，周讲述了一位有自杀倾向的
女性离职后，警方将她的抑郁情况告知其同
事，而不是谨慎地询问她离职的原因。这一
案例证明了进行此类培训的必要性。实际
上，当这名女子再次表现出自杀倾向，警方
派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得以与这名女子密
切接触，并劝阻其放弃自杀行为。

隐私—如何把握合适的度？

　　THRM引发了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因为他
们获取用户内容并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解读（
作为用户有自杀倾向的证据），然后采取行
动提供帮助。提供帮助的志愿者假设：（1）
一个人在网上发布内容，默认允许对其发布
的内容做出反应；（2）如果此类内容证明发
布人有自杀倾向，做些什么好过无动于衷；
（3）如果自杀威胁迫在眉睫，THRM志愿者有
理由联系相关部门介入。

　　这里是否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毕
竟，THRM只是对公开发布的信息进行处理，
并未收集他们提供帮助对象的个人信息。他
们也没有出售帮助对象的私人信息，或利用
这些信息向其推销广告。相较于传统的商业
组织，THRM的工作不是更类似于关心朋友的
行为吗？这其中，是否有必要划出界限？

　　例如，鉴于THRM对相关部门与陷于危险
中的救助对象的互动更加缺乏控制，要求官
方的介入是否算做超出界限？是否会让那些

有自杀念头的人感觉受到骚扰而不是得到了
帮助？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与训练有
素的专业人士通过微博的私下交流可能不具
侵犯性，甚至是受欢迎的，但来自警方或其
他官方机构的接触可能有所不同。即使在前
面的案例中，女性警方工作人员的探访最终
使救助对象放弃了自杀念头，干预的结果令
人满意，但这总是合理且正义的吗？考虑到
事关生死，这些问题值得深思熟虑。

带着目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THRM将会产生重大的
社会影响。严格地说，它有能力拯救生命。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识别并管理其工作
可能涉及的风险。我们建议如下： 

第一阶段—初步调查研究

　　在THRM的工作人员救助自杀人士之前，
最好直接与监管机构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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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托马斯·迈尔斯(Thomas Myers)是美国备受瞩目的诉讼案件的
法务会计师和专家证人。他也是一位作家，是《把癌症当做一次机
会》一书作者。该作品论述了如何在面对悲观的生理诊断结果（如
癌症）的同时保持积极心态。本期《核磁共振杂志》对此书进行了
深入评述。他的工作及其对生活的看法与THRM的工作尤其相关，因
为THRM接触的是中国抑郁和有自杀倾向的人群。

２  引自歌曲《快乐谈话》（Happy Talk），出自百老汇音乐剧《
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



这不仅是为了使其组织得到官方许可，从而
坚信其在线活动是受法律保护的，也是为了
通过与官方合作实现最优的救助结果。中国
政府机构拥有资源、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及网
络，如果他们认为THRM在预防自杀方面与之
有同样的目标，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全面调
动(Zhang et al., 2002)。

第二阶段—实施救助

　　在中国，死于自杀的人中有16%-25%的人
曾经尝试过自杀。此外，大多数人之前并不
存在精神障碍，大部分的自杀尝试是源于个
人危机的冲动行为。这是THRM工作人员需要
了解的重要信息，因为这会告诉他们接近救
助对象的方法。举例来说，一个人最近因感
情破裂产生压力而想自杀，其想法与那些长
期遭受抑郁折磨的人有何不同？

　　尽管THRM的工作人员都是有帮助自杀者
背景的志愿者，该组织也有必要确保这些志
愿者了解获得同意的伦理原则。对施救的渴
望不能用来为那些可能被视为骚扰或侵扰的
行为提供借口，即便这些行为并非故意。这
些行为不仅会被视为对尊严的侵犯，而且如
果救助对象因为反感而投诉，很可能会给
THRM带来法律风险。鉴于THRM的工作本质上
是随机或非正式性的，工作人员在没有风险
方主动提出的情况下与其取得联系，获取同
意是一个在伦理上值得反思且不容忽视的问
题。

第三阶段—诉诸有关部门

　　当一名THRM志愿者无法通过私下沟通的
方式阻止想要自杀的人，而且认为自杀随时
可能发生时，他们的做法是请求相关部门的
干预。相关部门通常是当地的警方，警方的
加入利弊兼具。THRM必须明白这一现实：并
非所有的官方部门都了解接近和帮助自杀者
的最佳做法。这为THRM开展培训和教育提供
了重要机会。哪些城市/省份涉及自杀行为的
微博数量最多等数据，有助于THRM锁定其培
训区域。可以为展开培训开发系列出版物，
并定制在移动应用与THRM相关联的部门间转
发推广的版本。

第四阶段—加强合作以扩大影响

　　加强合作可以并且应该成为THRM提高其
影响力的战略之一，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借助
那些热心于甚至渴望参与救助的组织资源。
在企业方面，腾讯等科技巨头已经开发了微
信等应用程序，以满足用户在社交网络中“
活着”的需求。如果线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应线下的状态，那么通过线上提供自
杀预防或其他服务的创新做法不仅是可取
的，而且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的紧
急联络部分直接提供联系电话，或通过私
人渠道联系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从政府
角度，鉴于中国政府解决自杀问题的目标
明确(Phillips and Wei, 2016)，政企合作
也将是卓有成效的。合作的目标组织包括
Lifeline Shanghai３ 或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４，后者自
2002年以来一直通过电话干预等方式进行自
杀预防（Meng，2018）。

结论

　　THRM正在解决中国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
题，即自杀。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
家之一(Xie, 2007)，THRM正在为其提供急需
的服务，并且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以创新的
方式来提供服务。随着数字化在中国的持续
深入，利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将愈发重
要，因为自杀等危险行为的信号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线上而非线下。谁曾想到数字技术会
成为这样一种善的力量？

•

濮漠泉，个案研究档案项目主管，香港罗世
力国际管理咨询公司

Translated by 翻译: Zhang Xuelian 张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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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来源：https://www.lifeline-shanghai.com/
４  来源：http://en.crisis.org.cn/Ho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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